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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镶嵌: 构建中国周边信任的新视角

余潇枫　周　冉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310058)

[摘　要]中国当前正面临由“对抗式”信任危机、“竞合式”信任挑战、“疑虑式”信任难题构成的周边

信任困境。这种信任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间安全关系“低度社会化”的一种反映,是国家安全脱嵌于全

球安全社会网络的后果。事实上,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是一种关注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复合安全。

国际社会的场域特征形塑了国家间的镶嵌关系,而安全的共享与共治正是国家间“安全镶嵌”的核心价值

所在,同时也为国家间基于“安全镶嵌”的信任再造提供了可能。为此,中国需要注重国家安全的结构镶

嵌,来化解“对抗式”信任危机;推进国家安全的制度镶嵌,以应对“竞合式”信任挑战;强调国家安全的文

化镶嵌,以破解“疑虑式”信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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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Embeddedness:ANewPerspectiveofConstructingChina'sPeripheral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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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ently,thestateoftrustbetweenChinaanditsneighboringcountriesisnotvery
optimistic.ThispaperfirstdividesChina'speripheraltrustproblemsintothreekinds:confrontational
trustcrises,competitive-cooperativetrustchallengesandsuspectivetrustperplex.Confrontationaltrust
crisisreferstothesituationwhereinneighboringcountriesseeChinaastheirmajorthreatsoropponents,

andtakeastrongconfrontationalstancesagainstChina.Asaresult,thetrustbetweenChinaandthese
countriesfallsinto″maliciousconfrontation″crises.Competitive-cooperativetrustchallengesreferto
certainneighboringcountriesviewingChinaastheirmajorcompetitororpotentialcompetitor,butnotto
theextenttobeantagonisticagainstChina.Thesestatesstillshowtheirintenttobalanceorguard
againstChinawhilecooperatingatthesametime.Thissituationbringschallengestotheirbilateral
relationshipswith China.Suspectivetrustperplexreferstothephenomenon wheresomesmall
neighboringcountriesdonothavestrategicinterestsinconfrontingwithorcompetingagainstChina,



however,theyareworriedaboutChina'sinfluenceduetotheircomprehensiveincapabilities.
ThesetrustproblemsindicatethatthedistrustthatneighboringcountriesfeeltowardsChina

ismainlybasedontheirtraditionallysecurerelationshipwithChina.Fromtheperspectiveof
″embeddingtheory,″suchtrustproblemsreflectthe″undersocialized″inter-statesecurity
relationships,aswellasaconsequenceofdisembeddingnationalsecurityfromtheframeworkof
globalsecurity.Thus,thispaperbringsforwardanewperspectiveof″securityembeddedness″for
constructingtrustonChina'speriphery.″Securityembeddedness″isaconceptualexpansionof
″embeddedness″intheinternationalsecuritystudies.Itmainlyarguesthatasinglecountry's
securityandsecurityinteractionsbetweencountriesareembeddedinsocialnetworksformedby
inter-staterelationships.Duringtheprocessofsecurityembeddedness,individualsecurityacts
willbelimitedbyspecificsituationswithinthesocialnetwork.Itcanhelpreduceuncertainty
duringsecurityinteractionsandensurenationalsecuritybyemphasizingrelationalism.Infact,

nationalsecurityintheeraofglobalizationcanbeseenasakindofcomplexsecuritywhich
emphasizesnations'″self-others″relationship.Inter-statesecurityembeddednessstressessharing
andco-governance,whichprovidesthepossibilityofinter-statetrustreconstruction.

Wethusproposethreepathsforsolving China'sneighboringtrustproblemsonthe
perspectiveofsecurityembeddedness.First,wemakeuseofnetworkstructuraladvantagesofthe
UnitedStatesduringtheprocessofpromotingthenew modelofmajor-countryrelationship
betweenChinaandtheUnitedStates,andofimprovingChina'snetworkcentralitybytaking
advantageofnon-traditionalsecuritygovernance.Thesecondpathbooststheinstitutional
nationalsecurityembeddednessandcopeswiththeco-operationaltrustchallengebydeepening
andregulating theinterregionalsecurity cooperation among regionalpowers within the
institutionalframework,therebyreleasinggoodwillandsincerityofsecuritycooperationtothe
neighboringcountriesbystrengtheningtheinstitutionalmultilateralsecurityembeddedness.
Moreover,Chinashouldinitiativelytakethesecurityresponsibilitywithintheframeworkand
attachimportancetoofferingtheinstitutionalperipherypublicproducts.Lastbutnotleast,

underliningnationalsecurityculturalembeddednessinordertosolvethesuspectivetrustperplex,

promotingtheformationofcollectiveidentitybetweenChinaanditsneighboringcountriesby
adheringtoself-disciplinedactions,initiatingandformingapartnershipcenteredwithequality
andrespect,andfocusedonresolvingnon-traditionalsecurityproblems.
Key words:peripheraltrust;socialnetwork;nationalsecurity;non-traditionalsecurity;

securityembeddedness

国家间信任是国际关系得以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总体价值认

同的现实表达。它主要由政治互信、经济互助、文化互通、安全互保、社会互容等方面组成,或者说

它是由地缘上的“我们感”、经济上的“互惠感”、文化上的“同源感”、国际社会的“归属感”、相互交往

的“自尊感”等构成的,这些方面的缺失往往会引发国家间的信任挑战或信任危机,进而影响国际关

系乃至世界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信任状况不断改善,然而在域外大国依循冷战

思维惯性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唆使一些亚洲国家加入其“反华大合唱”的情况下,中国的周边外交

压力陡然上升。对此,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把脉复杂多变的周边局势之后提出了“亲诚惠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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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外交理念,为中国对外政策走向定下了新基调。其中,“亲”和“诚”更多地指向中国对待周边国

家的态度,而“惠”和“容”则反映出中国在行动上对周边国家的承诺,这些理念在整体上相互交织、
相得益彰[1]54。但如何在外交实践中真正落实和推进“亲诚惠容”,仍是一项考验外交智慧的课题,
而重塑国家间信任则是关键所在。如果没有国家间信任作为支撑,无论是态度还是行动上的外交

努力都将寸步难行,甚至以往的努力也会付之东流。从当前周边国家的对华信任来看,中国亟须摆

脱“对抗”、“竞合”、“疑虑”并存的周边信任困境。

一、中国面临的周边信任困境

(一)“对抗式”信任危机

“对抗式”信任危机主要是指周边国家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或对手,并采取一种强势对抗姿态,
通过政治、外交乃至军事等传统安全手段试图遏制、牵制中国,或在某一问题上与中国针锋相对,从
而使双方陷入不信任甚至“恶意对抗”的危机状态。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对华

关系上。
日本与中国在相互信任上有过一段“蜜月期”,但随着近年来日本极右势力的抬头,两国关系不

断恶化,信任水平一路下滑。在经历了小泉时期的“政冷经热”之后,中日关系又因野田政府的钓鱼

岛“国有化”行为以及安倍执政后政治右倾化的加剧而更趋恶化。如今的中日关系已经走进“政经

双冷”的阶段,甚至可以用跌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谷底’或‘冰点’”来形容[2]6。在这种情况下,中
日高层交往的中断使双方丧失了构建政治互信的根本基础,从而陷入相互指责的恶性循环,进一步

强化了双方的零和“对手关系”。2013年安倍再度执政后,日本政府寻求在中国周边对抗中国、遏
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更加明显。安倍上台后将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东南亚国家作为首访

对象,并于当年内遍访东盟十国。对此,日本主流媒体《朝日新闻》还曾刊发了题为《首相完成东盟

十国行　意在从经济安保两方面牵制中国》的文章,毫不讳言政府的战略意图[3]32。除此之外,“推
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利用多边机制向中国施压,是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推行的政策。最近

几年来,日本在这方面更加卖力”[4]101。继2015年在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上单独发表一份涉及

东海和南海局势的声明之后,日本今年又利用其G7东道国身份强行拉拢西方大国共同发表了涉

及东海和南海问题的《海洋安全外长声明》,并在此后发表的《G7首脑宣言》中为此声明背书①。如

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那么中日双方的信任恐怕将走入没有最差、只有更差的境地。
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互信可以说一直处于低位运行状态,虽然经历了阿罗约执政时期菲方宣

称的“黄金时代”,但大多时候并无起色甚至几度跌向信任低谷。学者陈庆鸿将菲律宾一直以来的

对华外交概括为“制衡加接触”政策,自阿基诺三世执政后,中菲关系开始了新一轮的紧张。两国关

系逐渐滑向全面恶化的境地,这一时期菲律宾的对华外交“可以说是制衡多于接触,而且制衡力远

胜于接触”[5]144。倚仗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菲律宾在南海动作频频,其采取的激进政策更迫使

中菲关系走向对立。2012年,菲律宾执法船在试图抓扣黄岩岛海域附近作业的中国渔民时遭遇中

国海监船,双方发生对峙,菲方随后采取了派出“汉密尔顿”级军舰增援的措施,迅速激化矛盾;2013
年,菲律宾就南海争端单方面向中国提起强制仲裁程序,同年又发生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射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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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7关于东海和南海问题的具体表述详见:″G7ForeignMinisters'StatementonMaritimeSecurity,″http://www.japan.
go.jp/g7/_userdata/common/data/000147444.pdf,2016 04 11;″G7Ise-ShimaLeaders'Declaration,″http://www.
mofa.go.jp/files/000160266.pdf,2016 05 27。



台湾渔民的“5.9事件”;而时任总统阿基诺三世在2015年出访日本时更是不负责任地将中国比作

纳粹德国,极具煽动性地“提醒”国际社会警惕中国的“海洋领土野心”,暗示各国勿对中国的“海洋

声索”采取“绥靖”态度[6]。当然,这种互不信任是难以持续的,尤其是对山水相邻、隔海相望的邻国

而言,频繁的日常接触或“相互依赖”会使“对抗式”信任危机在到达一定的临界点后引发激烈冲突

走向全面对抗或出现外交转折走向缓和。正如杜特尔特上台之后在对华外交上不但完全放弃了阿

基诺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的政策,甚至将中国作为其上任之后除东盟国家外的首访国家,极
大地表现出了重建两国互信的诚意。当然中国更是给予了菲律宾以莫大的宽容、支持与期待。

引发当前“对抗式”信任危机的两大主要因素包括:(1)领土争端。由历史纠葛产生的领土归属

争议是国家间关系紧张的主要来源之一,也往往容易成为国家间冲突的导火索。中国是世界上陆

地邻国最多、边界线最长、边界情况最复杂的国家,与14个国家接壤;同时还拥有1.8万多公里的

漫长海岸线,与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等8个国家海域相邻或相向①。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与周边

国家在岛屿归属、边界划分等领土问题上产生一定的分歧。领土争端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领土本

身所象征的主权意义上,还牵涉包括政权合法性、资源开发权利和民族自尊心等在内的许多议题。
所以,一旦两国信任关系的建构掺入领土争端成分时,各自国家内部往往都会形成以维护主权领土

完整为诉求的政治合力,从而引发明显的信任互斥现象。比如关于钓鱼岛问题,日本国内不仅是右

翼势力,而是“包括日本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在内的政治势力在此问题上基本都站在同中国对立的立

场上,竭力主张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7]42。(2)域外大国的介入。这里的域外大国主要是指

美国,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关系是影响周边国家对华信任的主要因素。除了日、韩两大东北亚核

心盟友之外,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同盟关系也是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其中,菲律宾与

美国的关系甚为紧密。早在1951年,菲律宾就与美国签订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并积极配合美

国的“冷战”政策,拒绝承认新中国政府并派兵参加朝鲜、越南战争;“9.11”事件之后,菲美关系随着

菲律宾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支持再次得到提升,菲律宾也由此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重要的非北约盟

国”称号的亚洲发展中国家[8]910。而在阿基诺政府上台之后,菲律宾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
略的意图表现得愈加赤裸,不但高调宣称“美国是菲律宾唯一的战略伙伴”,并且认为“美国在南海

部署军事力量有助于保护南海地区弱小国家的权利”②。由此可见,将菲律宾视为美国在亚太的重

要支点甚至其在东南亚的代理人都是不为过的。在这种实力悬殊的同盟关系中,美国似乎掌握了

一种压倒性的不平等优势,很容易左右其弱小盟友的对外政策走向,并通过美国自身对华态度的调

整,影响这些小国的对华信任。因此,虽然目前杜特尔特明确表现出了菲律宾不愿再充当美国“马
前卒”的姿态,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叫板美国,菲美联盟看似大有破裂之势,但仅凭杜特尔特一届政

府之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动摇有着深厚历史根基的菲美联盟,仍需打上一个问号。更何况在私

下对杜特尔特国内政策表示赞赏的特朗普上台之后,美菲关系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仍是一个未知

数。但总体而言,菲律宾未来的对华信任仍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牵制与影响。
“对抗式”信任危机的直接结果就是严重的信任赤字,以至于对国家间信任水平造成全面影响,

使整体国家关系陷入全面停滞。除此之外,“对抗式”信任危机还会引发信任流失这一负外部效应。
比如在中菲南海问题中,菲律宾一方面通过组织民众抗议、提起国际仲裁等方式竭力展现其作为弱

势方的形象以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另一方面又积极加强与美国、日本、越南的军事合作,希望通过

外部力量的介入在国际社会形成集体打压中国的力量。这些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与非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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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颜昊、黎云《中国已与12个陆地邻国划定边界》,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 02/01/content_12913938.
htm,2016年7月1日。
转引自鞠海龙《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的突变及其原因与影响》,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期,第72页。



国之间的信任产生了不利影响,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并无岛屿争端的印尼也表现出了某种不

安情绪,这与海岛争端“触及到了它由过于分散的群岛组成而带来的潜在的政治分裂倾向这种先天

的自然脆弱性”存在很大关系[9]118。

(二)“竞合式”信任挑战

“竞合式”信任挑战主要是指周边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

手,但与中国之间并没有形成整体对立关系,也不寻求直接对抗中国,只是在合作过程中表现出了

制衡、防备中国的战略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摩擦。这种挑战近年来主要体现在印度、俄罗斯等

国的对华关系上。
印度近十年来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都有明显起色,中印两国综合国力在新时期的同步增

长使两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摆脱了“或敌或友”的传统“叙事”模式而更趋多元化和成熟化。“伴随两

国同时发展壮大、调整各自对外战略,中印关系中的合作性和竞争性也同步上升,逐渐呈现出‘磨合

中不断上升的发展伙伴关系’性质。”[10]56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外交的实用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更

为凸显。印度高层希望通过改造原有的“不结盟”传统,充分利用其“摇摆国家”(swingstate)的身

份,展现印度在大国政治中的独特战略地位:一方面对中国保持防范;另一方面又强调战略自主,拒
绝充当他国反华的棋子①。印度在极力巩固和扩大其在南亚和印度洋绝对优势的同时,对中国在

南亚的活动十分敏感。比如在对待“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上,印度始

终未就中方的邀请进行明确表态,其国内普遍对中国的“海洋雄心”和“试图增加印度洋影响力”表
示担忧,甚至认为这是中国对印度构筑的C形包围[11]。尽管如此,中印两国首脑此前的成功互访

奠定了中印合作的新基础。在今年6月份的美国国会演讲中,莫迪虽然提及印度和美国一样对中

国的崛起表示关注,但在谈到印美关系时也刻意回避了类似“盟友”的表述,强调与美国保持一种

“非盟友”的良好关系[12]。
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近年来似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蜜月期,两国的政治互信在广泛开展

的双边合作中不断提升。不过,在这种整体趋向良好的信任关系背后,依旧潜藏着俄罗斯的怀疑和

隐忧。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一直对中国在其国家战略中扮演的角色存在一定困惑,甚至在

2011年,俄罗斯HTB电视台采访普京时仍然提出了中国究竟是伙伴还是威胁的问题[13]21。虽然

俄官方客观清楚地意识到许多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都带有夸大其词和政治偏见的成分,俄罗斯也

对与中国合作表现出强烈的意愿,但仍无法完全消除其固有的疑虑,这就导致中俄在实际合作过程

中插曲不断,如早前的“安大线”改道风波。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在一开始的消极和不信任

态度更是出于对该战略与“欧亚联盟”计划形成竞争的担忧。俄联邦外交部外交学院副院长亚历山

大·卢金就表示,俄罗斯欢迎“新丝绸之路”的概念,但更倾向于使用“欧亚一体化”的说法②。从中

不难看出俄罗斯对双方合作中与中国相关的政治话语及其影响保持了相当警惕,这种警惕将会对

中俄两国继续深化合作信任带来一定的挑战。
引发当前“竞合式”信任挑战的主要因素包括:(1)战争记忆。国家间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认同

障碍在短期内往往难以化解,而且还会在现实利益情境中受到人为强化。二战结束之后,中国与印

度、越南都发生过边境冲突,这些战争记忆至今仍是阻碍两国深化对华信任的主要因素。印度与中

国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前几乎不存在因相互征伐而产生的负面信任记录,两国不但同为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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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印度“摇摆国家”的论述,详见D.Twining,″India,theGlobalSwingStateforUSandChina,″http://asia.nikkei.com/

Politics-Economy/International-Relations/Daniel-Twining-India-the-global-swing-state-for-US-and-China?page＝1,2016 08 02。
详见张琳娜《俄罗斯智库评价“一带一路”战略》,http://www.rmlt.com.cn/2015/0525/388056.shtml,2016年6月25日。



文明古国,也同为近现代独立运动中相互支持的发展中大国,印度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承认中

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在经历了1962年短短40天的边界冲突之后,对华不信任的种子便在

此后印度历届政府中深埋了下来,并形成了一种“受害者心理”。由此开始,印度方面便始终认为自

己是当年冲突的受害者,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和主要竞争对象,“对华秉持不信任乃至是敌视心

理”[14]122。(2)主导权竞争。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地缘政治博弈是影响周边国家,尤其是区域大国

对华信任的关键因素。以 “一带一路”涉及的地缘政治信任问题为例,中亚五国所处的欧亚大陆中

部地区是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Mackinder)描绘的“世界岛”的“心脏地带”,也是20世纪国

际地缘政治的焦点。由于该地区的战略要冲位置以及与苏联的特殊关系,俄罗斯始终非常重视确

保对该地区的战略主导权,并将其作为东向发展的缓冲区。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增大无疑将进

一步凸显经济疲软形势下俄罗斯对该地区主导权的力不从心,这显然是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对

于印度来说,其在南亚地区的主导权是不容挑战的,因为这是印度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地缘立

足点。在印度的政治精英看来,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无异于引狼入室,必然会稀释印度的南

亚影响力,甚至因为中巴经济走廊等项目建设而产生了不希望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开展大型基建

项目合作的心理[15]103。同时,莫迪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发出的第二年就提出了反制中国“海上

丝绸之路”的“季风计划”,希望通过印度在南亚的文化优势建立以印度为主导的地区合作,确保其

区域主导利益不受损害[16]。
“竞合式”信任挑战一般不会带来严重的信任赤字,更不至于使国家间的整体关系陷入停滞,但

却造成了国家间合作的某种不稳定,从而无形中增加了双方的合作成本。这种信任挑战的一个重

要副产品便是“制衡”,不同于“对抗”所具有的强烈排他性,制衡行为更多的是为了寻求竞争过程中

的相对优势,然而由制衡带来的信任互耗不但降低了合作效用,也埋下了可能导致合作破裂的种子。

(三)“疑虑式”信任难题

“疑虑式”信任难题主要是指周边一些国家在综合实力上与中国存在较大差距,且与中国不存

在重大利益冲突,因此并无对抗中国或与中国竞争的战略意图,但又因自身发展水平不足和实力有

限而对中国经济输出可能对本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所顾虑。这种情况近年来集中表现在东南亚、
中亚等国的对华关系上。

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之间的信任水平自20世纪70年代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起逐渐得到改善,“冷
战”结束后,中国积极参与到以东盟为平台的地区合作进程中来,并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

作条约》的非东盟成员国家,这也标志着中国—东盟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进入到了一个有一定机制

保障的平稳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崛起受到了部分东盟国家的积极欢迎,这些国家

也由此分享到了巨大的经济红利。因此,大部分东盟国家都与中国保持一种务实的信任关系。然

而不管怎样,对这个庞大邻居的担忧从来没有在东南亚各国中消失,这种疑虑主要表现为小国对大

国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影响力迅速增长的不安,进而不同程度地选择了“经济上依赖中国,安
全上依赖美国”的国策。除了显而易见的南海争端之外,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在东南亚的强势存在

重重顾虑。一方面担心中国强大的制造业给本国相关行业带来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也认为东盟国家

由于对华出口商品的单一性而在自由贸易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所以倾向于“非常谨慎地对待与中

国的经济整合”①。这些疑虑往往会被双方互动过程中的小摩擦所放大,造成一定程度的信任波动。
中亚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比较明确,都强调通过开展全面合作来建立对华友好互信关系。自

独立以来,中亚五国与中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并与中国形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对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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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来说,他们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以帮助其发展经济,中国是这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乌

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对中国来说,中亚是继波斯湾、俄罗斯之后的第三

大能源产地,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都是中国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不过,中亚国家“既在发展上

需要中国,又对中国充满了担忧和恐惧”[17]77,特别是对中国经济过度介入的忧虑。一个目前看来

在中亚地区较有市场的观点即认为中国进行的输出性发展将使中亚国家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
从而沦为中国的“能源附庸”或产品倾销市场。另外,中亚社会对中国劳工和中国移民问题持一定

的负面态度,认为中国劳动移民挤压了当地的就业市场。虽然这些疑虑在目前尚不足以对双方的

关系造成重大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却是有可能成为合作绊脚石的信任挑战。
引发当前“疑虑式”信任难题的主要因素包括:(1)政治偏见。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偏见是影响

周边国家对华信任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当前中国周边的政治外交环境中,“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

幽灵仍然存在,并且时而挑动国家间信任的敏感神经。特别是在周边国家出现执政党更替或政治

转型的情况下,这种因素更容易被放大。例如缅甸,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速使这个长期实施军人执

政的国家于2010年11月举行了20年来的首次多党制全国大选,并在次年3月完成了从军政府向

民选政府的过渡。在此次政治转型的过程中,由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一直被视为缅甸国

内亲西方的主要政治力量,并在推动缅甸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随着新政府的成立,缅甸

在对华和对美政策上也悄然发生了变化。2011年9月,缅甸单方面宣布暂停与中国合作的密松大

坝水电站项目,与此同时,缅甸高层也在通过频繁外访积极寻求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关

系[18]40。这些信号或多或少都提示了未来中缅信任在缅甸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同时可能遭

遇挑战。(2)社会焦虑。周边国家主要媒体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误读反映出这些国家在

面对中国时的一种社会焦虑。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带有明显“冷战”色彩的“中国威胁论”和“霸权

主义倾向”论调在中国周边国家仍然具有一定影响。且不说与中国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存在争端的

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即使是在与中国并无纠葛且同属上合组织成员的中亚国家,其国内媒体也时而

表现出这样的担忧。比如塔吉克斯坦的《亚洲之声》就曾将中国在中亚的投资行为与具有意识形态

竞争目的的马歇尔计划相联系,认为这是中国对中亚的扩张与资源攫取[19]9495。而在缅甸密松电

站停建事件中,媒体在影响两国信任中推波助澜的作用则更为明显。缅甸民选政府上台之后放宽

了对本国言论自由的管制,使得反对密松电站建设的声音在媒体具有倾向性的舆论导引下不断发

酵和放大,最终“导致对密松电站的讨论从环境、民生问题逐渐转为政治问题,并拨动了缅甸民族主

义的脆弱神经,加大了缅甸对于中国‘掠夺’缅甸资源的恐惧以及反华情绪”[20]26。
“疑虑式”信任难题很多时候是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在面对较强国家时的不自信或无所适从,

虽然警惕地意识到了摆脱强国依赖的重要性,但又无法拒绝或无视与强国合作带来的现实利益。
尽管如此,“疑虑式”信任难题仍是中国推进周边互信的潜在不利因素和触发国家不满情绪的“爆燃

点”,需要谨慎对待。
从当前中国面临的信任困境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来看,当前周边国家的对华不信任主要还是围

绕传统安全方面的内容展开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反映,然而这种关系显然是相对

松散和孤立的。实际上,从国家间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周边信任仍处于新经济社会学所说

的霍布斯式“低度社会化”(undersocialized)水平。这种困境是周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孤立地看待

自身与中国之间安全关系的结果,是国家安全脱嵌于全球安全社会网络的一种表现,而在“低度社

会化”中,孤立正是“来自褊狭的自我利益追逐”[21]6。对此,本文认为中国可以从“安全镶嵌”的视

角出发来构建周边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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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镶嵌”与信任构建

(一)“安全镶嵌”的理论内涵

本研究中的“安全镶嵌”是“镶嵌”(embeddedness)概念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延伸和拓展。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提出,“镶嵌”的目的在于回应和挑战两种既有的行动者概念模

型①,一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自利人模型,二是以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学为代表的

道德人模型。前者严重低估了社会情境对个体的影响,是一种“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后者则高估了

社会规范和价值内化对个体行为产生的影响,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但两者的共同之处在

于将个体进行了原子化的解读,或者说是太过强调个体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能动作用。然而事实上,
“社会行动者只能在关系、制度、文化情境内得到解释,而不能看作原子化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决策

者”[22]18,也就是格兰诺维特所强调的个体经济行为对社会网(社会关系结构)的嵌入。社会网的提

出实际上为个体的镶嵌行为提供了一个可供嵌入的客体以及思考个体间关系的整体维度,从而既

为人们指出了经济活动背后的社会学逻辑,也使“镶嵌”概念更具方法论上的可操作性,即强调“行
动研究中的社会情境分析”[23]118。

由此延伸到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安全镶嵌”主要是指个体国家的安全行为对由国家间关系构

成的社会网的嵌入,包括以安全为内容的嵌入、以安全为目的的嵌入、以安全为方式的嵌入等。在

嵌入过程中,社会网内的具体情境对国家行为体希望与谁或能够与谁展开安全互动起着一定的限

制作用,并且可以通过促进信息传递、信息交换等互动方式减少安全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此来影响

国家安全的实现。这也解释了“安全镶嵌”基于社会网功能形成的两大嵌入性内涵:国家安全的社

会(网络)制约性和社会(网络)生产性。“镶嵌”话语中的国家安全是一种复合安全,安全的实质从

强调自我的绝对安全转向了关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对安全。一方面,任何国家在谋求自身安全

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其行为可能产生的网络涟漪效应及其反作用力,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社会

网的行为逻辑。即便是在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盛行的“冷战”时期,这一层面的“安全镶嵌”内涵在

具体情境中依然成立,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安全格局的现实走向。比如“冷战”中的美苏关系虽

然几度走到了类似古巴导弹危机这样千钧一发的时刻,但双方终不至于兵戎相见,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便是这两个国家在“争霸情境”中除了以“敌手”关系联结在一起之外,还是当时世界上掌握其他

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超级核霸主,这层关系决定了任何一方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都将是一种

不负责任甚至自我毁灭的疯狂行为。因此,“镶嵌”意义上的国家安全首先是在社会网特定历史、文
化、利益等相关情境中被不断建构和再建构起来的结果。另一方面,“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能

产生信任,防止欺诈”[21]11,个体国家安全的最终实现是国家间相互依赖、彼此信任基础上安全互助

的结果。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维护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安全治理能力的考验,即使最发达的国家

也会因为在特定领域所具有的脆弱性而承受相应的安全压力,而在小小的地球村中,国家安全又往

往面临着一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或“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尴尬,比如近年来欧洲遭遇的难民

危机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社会认同和恐怖主义问题。此外,当我们在讨论某个国家面临的诸如环

境安全之类的问题时,很多时候也必须回到气候变暖这样的全球安全语境中加以展开。可见,强调

751第1期 余潇枫　周　冉:安全镶嵌:构建中国周边信任的新视角

① 从语义上来看,“镶嵌”所表达的含义最早源自卡尔·波兰尼关于经济系统的嵌入性理论,但波兰尼并没有将“镶嵌”作为

一个概念而提出。格兰诺维特关于“镶嵌”概念的表述详见 M.Granovetter,″EconomicActionandSocialStructure:The
ProblemofEmbeddedness,″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91,No.3(1985),pp.481 510。



全球化时代的安全共享与安全共治正是这一层面国家间“安全镶嵌”的核心价值所在。
总而言之,“安全镶嵌”的提出是对国际政治现实中霍布斯式“自然状态”预设的一种回应。作

为人类“思维实验”的产物,“自然状态”这一虚拟情境为国家安全引入了一种功利主义传统,从而在

某种意义上将国家安全的理解简化成了一种“成本—收益”式的思维偏执。受此影响,国家安全的

获得似乎成了可以游离于国际社会网络之外的孤立行为,并在非此即彼的利益权衡中愈发走向一

种“针尖对麦芒”的极端,由此带来的安全割裂正是中国周边“低度社会化”信任困境的主要成因。
但全球化时代个体国家安全行为对社会网络的嵌入决定了任何国家试图保持“安全孤立”都是一种

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国际社会”的关系网络特质也决定了国家间“安全镶嵌”的必然。

(二)“国际社会”的关系网络特质

“国际社会”的出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与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紧密相连。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以及罗马时期西塞罗对“自然法”的强调再到17世纪洛克对“自然

状态”的重新阐述,个体理性受到包括潜在行为规范、社会契约以及法律制度约束的思想始终是自

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线之一,而“自然法”在国际关系中的现实反映则催生了雨果·格劳秀斯的《战
争与和平法》(TheLawofWarandPeace)。格劳秀斯在提出“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society)
这一说法的基础上指出了国际法在约束国家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约束及由此确立的规则与

制度为国家间的合作提供了可能,也为国际社会秩序的维持提供了重要条件。
作为“冷战”时期国际自由主义的形象代表[24]118,英国学派将“国际社会”作为核心概念,该学

派主要学者都强调了国际体系所具有的社会性内涵。赫德利·布尔曾专门对格劳秀斯的“国际社

会”进行过讨论①。他在1977年出版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被认为是英国学派最负

盛名的代表作②)中指出,“社会要素”是现代国际体系不可否认的一种要素[25]3940。而在1984年

《国际社会的扩展》中,“国际社会”被更加明确地解读为“是指一组国家(或更一般意义上的一组独

立的政治共同体)不仅构成一个体系,在其中,每一个国家的行为均成为其他国家所考虑的必要因

素,而且它们通过对话和一致同意确立起处理彼此间关系的规则和制度,同时承认它们在维系这些

安排方面拥有共同利益”[26]1。
在新自由制度主义中,“国际社会”的意义更加凸显为国际互动中制度安排的结构功能,罗伯

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对跨国治理网络进行了描述,并将全球

主义定义为一个“洲际间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27]309。他们所“倡导的‘跨国关系’的研究范式首次

较为系统地将‘关系’分析引入国际政治”[28]70,由此也促进了此后国际关系研究对行为体之间和行

为体与其所在社会网络(结构)之间关系的重视,这就使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国际社会”、“国际网

络”的讨论越发呈现出强烈的社会建构特征。如国际机制理论奠基者约翰·拉格提出的“嵌入式自

由主义”(embeddedliberalism)对二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社会进行了一种结构主义解读[29]379415,其
本人也因此被视为“自由主义色彩很浓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甚至“与亚历山大·温特齐名

的主流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30]139;科林·怀特则从关系主义哲学的视角提出了复合的“结构

关系主义”,他认为结构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四个层面:基于生存需求的物质层面、基于交往需求的规

范层面、基于角色需求的关系层面和基于认知需求的主体间层面,这四个层次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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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社会世界的整体结构,而国际关系正是在这种多重结构关系中逐渐演变成一种“全球社会关

系”[31]296299。
事实上,国际关系研究对社会网络和结构的强调与实践哲学的兴起直接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

实践转向影响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诸多学科的实践转向,而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转向”则是在20
世纪90年代“社会学转向”之后表现出来的一种新趋势①。实践哲学的一个中心逻辑便是行为者

“只有在关系网络的聚集中才能够存在,才得以成为它眼下的样子,才拥有目前的特质。行为者在

构成网络的实践过程中具有了实在意义,世界也正是在此实践过程中被具体化的”②。
在这一方面,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很好地展现了社会网络的结构关系特点,而他提

出的“场域”概念可以看作是对“国际社会”关系网络特质的最佳注释。布迪厄倡导方法论上的情境

主义,而非简单的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这种情境主义也被称为关系主义,即强调社会实践过程中

关系的重要性。他将“场域”界定为:“在各种 位 置 之 间 存 在 的 客 观 关 系 网 络,或 一 个 构 型

(configuration)……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

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32]134简而

言之,“场域”就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为人们探究经验事实背后的关系性逻辑提供了新的

分析工具[33]138。社会关系的交织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价值、社会知识的共享与碰撞,无论最终结果

是融合或冲突,只要行为者进入场域,也就开启了重塑关系性价值的实践过程。因此,场域在给身

处其中的行为者带来场域逻辑压力的同时,也迫使他们接受、认同场域内的行为规则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新的关系场,这恰恰反映出场域兼具结构性和生产性两种特征[23]120。这也说明深嵌全球化背

景中的国家安全是一种复合的、体现价值与制度网络关系的“场域安全”[34]7。由此可见,“国际社

会”赋予了国家行为体一种超越身份角色的关系型价值,即形成了不以身份角色为单一判断标准,
而是以“国际社会”场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具体内容为情境依托的嵌入型关系。在充分

了解“国际社会”关系网络特质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通过强调国家间“安全镶嵌”在国家间信任构建

中发挥的作用,来解构霍布斯式“低度社会化”的信任困境。

(三)关系网络与国家间信任构建

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在于“并不是说网络比它链接的两端更重要,但它却是变个体行动为总体形态

的因果联结的关键媒介”[21]3。而在构成总体形态的这一过程中,信任是关系网络的一个重要维度,
“信任在关系中体现出来,关系是信任的舞台,信任在关系中既可能加强,也可能削弱甚至消失”[35]195。

在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信任首先被视为社会关系的反映,是一种与社会结构、文化规范等密

切相关的社会现象。正如前文在强调“安全镶嵌”内涵时所提到的,信任是能够在具体的关系网络

中被生产出来或受到深刻影响的,这也是“镶嵌”的主要作用之一。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系镶嵌和

结构镶嵌两种路径,前者通过考察行为体基于社会网形成的关系强度以及衡量彼此间关系的持续

时间、互动频度和亲疏程度等,来分析不同的强弱关系对行为体间信任产生的影响[36]2556。在格兰

诺维特两种“镶嵌”路径分类的基础上,另外一些学者也对“镶嵌”进行过一些新的探索,如沙龙·祖

金和保罗·迪马吉奥提出的政治镶嵌、文化镶嵌和认知镶嵌[37]1520;约翰·哈格多恩提出的环境镶

嵌、双边镶嵌和组织间镶嵌等[38]670680。这些探索或多或少都涉及了关系网络嵌入性对主体间信任

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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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国内学者关于国家间信任的研究中,对“信任”的解读开始越来越多地

从工具型视角转向关系型视角。尹继武在梳理国际关系领域有关信任定义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现
有研究和定义虽然考虑到信任形成过程中认知与动机(情绪)的相互作用,但大多仍以理性选择论

为理论出发点,这种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之上的研究无法真实反映出国际关系中信任实践的丰

富性[39]102103。他进而提出了有别于西方“契约信任”的“关系信任”,并将“关系基础”、“关系交往”
和“同质性”作为影响关系信任形成的三大核心变量,而前两者更是改善关系信任的根本基础和改

善国家间关系信任的可行路径[40]2427。秦亚青则指出,将信任视为一个极不靠谱的因素是国际关

系领域的一个重要传统,特别在无政府状态下,谁都不敢将命运寄托于难以确保的信任之上,即便

是对国家间互信抱有积极认知的建构主义也仍是将信任作为战略权衡的一种手段。对此,他结合

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提出了与当前规则治理模式并存的关系治理模式,而信任则

是关系治理之本。但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中,信任不是一种用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工具,而是“通过道

德内化而得以实现”的结果,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而言,信任就是一种基于关系过程的社会

实践,“既是从历史和文化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也是道德生活的外向表现”[41]150157。
巴里·布赞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安全”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情境意义上的“关系”,这是因为“假若

不了解安全相互依存的国际模式的话,我们将无法理解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42]187。从“场域

安全”的视角下对国家安全加以解读,安全问题所关涉的内容就超出了单一“事件”的范畴,而成为

一种关联着安全语境的“整体性、交织性、强弱性、动态性”的复杂关系[43]8586。同时,这也意味着当

代国家安全的“主体间”价值以镶嵌的方式充分表现出来,即“安全只有在主体间关系中才有产生的

可能、存在的意义与发展的条件”[44]73。因此,关系网络的场域性质赋予了当代国家安全足够的弹

性与张力,国家安全不再是一种“单一的、线性的、局部的、纯技术的安全,而是复合的、非线性的、整
体的、技术与价值混合的安全”[44]70。由于关系网络的存在,对当代国家安全的维护,无论在传统安

全问题应对还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层面,都需要摆脱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原子主义模

式,而是要从行为体所处的具体情境着手,对安全问题萌发、生成、加重、减缓的关系型过程加以整

体观照。在这一过程中,国与国之间建立在价值认同、历史传统、社会交往基础上的安全关系,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间是否能够构建基于安全制度、安全文化等方面联系而形成的信任,并通过相

互信任共建、共享安全。当国家安全更多地与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全球安全等内容缠绕在一起时,
共建就意味着以国家所处整体关系网络为着眼点来提供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前提是不同国家通过信任达成传统安全方面的折中妥协与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权力适当让渡;共享

则意味着以国家所处整体关系网络为立足点来共同承担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和分享国家安全所需

的全球资源,前提是不同国家通过信任实现传统安全方面的自我克制与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利他互

助。如果没有这种信任,完全倚仗自身利益最大化思维得来的“安全”将是国家安全真正的灾难。
正如格兰诺维特在其研究中所提到的,类似戏院失火人们夺门而出引发的悲剧,在家庭失火的事故

中鲜有发生,这不是因为戏院中的人们比家庭成员更不理性,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理性到无法信任与

自己无关的陌生人也能够冷静有序地走出大门。不同的是,地球是一座没有预留出口的“戏院”,作
为观众和演员的国家如果在“戏院”出现险情时仍缺乏精诚合作所需要的信任甚至相互点火的话,
那么最终只会招致更大的悲剧。

三、构建嵌入式周边安全信任

(一)基于结构镶嵌的信任构建

这里所说的结构嵌入性主要是指网络位置观(positionalperspectiveonnetworks)在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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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体现,即关注行为体之间因为不同的结构位置而形成的关系。格兰诺维特在提出结构性镶嵌

时就指出,考察行为体在社会网中的结构性嵌入,关键在于将互动双方视为更大结构中的一部分,
以了解总体网络的结构影响[32]2556。在社会网中,行为体所处位置的中心度(centrality)情况能够

反映该行为体在网络中是否居于有利的中心结点位置。这一位置上的行为者相较网络中的其他行

为者而言在信息或资源的获取与交换上更为便利,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结构本身的社会资本优势,
并为其在处理各种关系上带来了不对称权力。

在当前的国际安全格局中,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在能源、经济、信息等诸多安全领域拥

有难以比拟的社会资本优势。特别是在传统安全方面,“毂辐式”全球军事主义(基欧汉和奈对美国

的描述)带来的压倒性优势更加牢固了美国在国际安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位置,并为其带来了改造

国家间安全关系的权力优势以及呼吁美国全球军事存在以确保地区平衡的安全信任[27]309310。比

如许多东亚包括东盟国家“对美国的信任都胜过它们相互间的信任”[45]165,美国与新加坡、菲律宾

存在同盟关系,同时还与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保持了军演、联合训练等定期安全合作,这些安全

关系使作为域外国家的美国,在中国周边安全网络中扮演了“房间里的大象”的角色。相比之下,周
边国家在保障自身国家安全方面对中国的需求非常有限,并且主要集中在经济安全领域。这一方

面是因为中国相对有限的安全投放能力以及一直以来秉持的不干涉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强国

环伺的周边环境,也使得一些次区域的安全需求被分摊到了区域内强国的肩上,如俄罗斯之于中

亚、印度之于南亚的安全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在国际安全网络乃至周边安全网络中的位置

实际上是相对边缘化,甚至相对孤立的。因此,对中国而言,如何在安全结构上与周边国家进行镶

嵌首先是一个“中心度镶嵌”的问题。
其一,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国要巧妙借用美国在安全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优势以摆脱周边信任困

境,特别是化解“对抗式”信任危机。日、韩等美国亚太盟友无论是在民价值观还是外交政策制定方

面都深受美国影响,新加坡和菲律宾在国家安全维护方面更是尤为倚重美国力量并将其视为亚太

地区的“稳定之锚”。新加坡的樟宜港是美国第七舰队重要的后勤基地和航母停泊港,新加坡历任

领导人也非常强调美国在亚太的力量存在,其前领导人李光耀曾在参加东京“亚洲未来座谈会”时
就明确指出,“太平洋需要美国的存在,这可平衡经济上迅速崛起的中国”①。美国在与其亚洲盟友

之间的关系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从而能够对这些国家的安全外交战略制定形成强有力的制约,
中韩关系在“萨德事件”中的急转直下便是很好的证明,即使是日本,“无论日本多么重要,也只能是

日美联盟中的一根辐条”[46]18。因此,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安全信任很大程度上是中美信任的一种映

射。正如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的“对抗式”信任危机虽然多以海岛争端为直接导火索,但美国

因素在危机逐渐深化过程中的作用却比岛屿争端的实际内容似乎更为引人注目。在这种格局之

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美国亚洲盟国之间的信任已经成了中美信任走向的一个微妙信号。尽

管就目前情况来看,美国不仅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且以两航母同现南海的方式向外界展

示强硬姿态,不过中美信任的基本面仍然维持了一种“斗而不破”的平衡。美国必定不会为了中美

关系而损害其地区联盟利益,但也不至于且不愿意因为地区盟友的利益与中国这样的国家发生正

面冲突。在这一方面,其他国家利用其美国盟友身份来绑架“中美关系”的实际效用非常有限,更多

的只会被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补充与配合。同时,“中美之间客观存在的相互依赖与不确定风

险构成信任发生、续存的重要基础”,且两国在反恐、反核扩散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这些利益的交

汇点成为中美信任维持的基石”[47]8889。所以,在保持和改善中美安全信任的基础上利用美国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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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络中的结构优势,改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信任是现实可行的,也是中国在推动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发展过程中需要加以思考的。
其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要充分发挥中国在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的优势,加强自身在周边安

全网络中的中心度水平。目前中国虽然拥有世界级的军事力量,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凭借传统安全

方面的提升取代美国在安全网络中的中心位置。而且从当前的地区安全环境来看,中国在传统安

全方面的力量投入似乎并没能帮助中国有效地提高网络中心度,反而加剧了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

的担忧以及随之而来的“离心化”。为此,在不损及自身传统安全基础的前提下,中国应该另辟蹊

径,谋求以非传统安全治理为抓手来构建周边安全信任。在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相较于周边不少

国家,中国无疑具有较为明显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同时,中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突发事件以及灾害

应急救援方面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优势,这些内容客观上构成了中国参与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治

理的能力保证。除此之外,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以及自身庞大的地缘存在,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

解决都无法绕开中国因素,特别在是一些诸如气候变化、海上通道安全、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等亚

洲国家普遍关切的重大议题上,即便美国能够在安全治理上贡献力量,但若想取得实质性进展也仍

需寻求中国的支持与合作。因此,凭借非传统安全治理上的优势加强周边安全合作,无论对于提升

中国在周边安全网络中的中心度水平还是改善周边国家对华信任来说,都是较为可取和更容易实

现的。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境河流相关问题为例,位于流域上游的中国在资源开发、河道利

用、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都拥有治理优势,比如今年年初在东南亚遭遇罕见旱灾之时,中国政府应

越南请求通过水库开闸放水的方式对下游国家实施应急补水,就足见中国在跨境河流安全治理中

的重要性。为此,中国可以与周边国家围绕类似灾害互助等特定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建立一种

常态化治理关系或合作关系(如2015年底开启的“澜湄合作机制”),这不仅有利于消除他国对中国

安全优势的疑虑,也能使中国通过优势共享来提升自身的网络中心度水平。

(二)基于制度镶嵌的信任构建

制度嵌入性是社会学中新制度主义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其在分析方法上主要结合了理性选

择理论与古典制度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对个体行为进行制度分析的视角,着重强调行为体“根据

其所处社会情境的制度安排及知识图式来约束自身行为”[48]33。但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制度镶嵌形

成的信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前文所提到的契约式信任。这里所强调的制度与其说起着一种工具型

联结的作用,不如说是发挥着一种关系型纽带的作用。基于制度镶嵌之上的信任构建关键不在于

制度本身,而在于行为体间所拥有的制度关系情境。这种情境除了具有约束作用之外,还具有向制

度内行为体提供规则和资源的生产功能。制度化的场域结构一旦得以形成,就会向场域内的行为

体提供赖以获取资源的稳定规则,从而促使他们表现出相仿的行为取向,加强彼此互动,形成所谓

的“制度性趋同”[49]6382。从这两种功能的角度来看,制度嵌入性实际上就可以被视为吉登斯“结构

二重性”在制度结构上的反映。
然而制度的稳定重复特点也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制度惰性,尤其是在体系性转型的社

会情境中,制度惰性的弊端将会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而当前的国际安全制度就面临着这样的尴

尬。秦亚青针对国际社会在解决全球问题和跨国威胁方面收效甚微的现象提出了“全球治理失灵”
的观点,他认为当前全球治理失灵的重要原因在于国际制度安排和秩序理念出现了严重滞后[50]5。
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方面,基于个体管理原则之上的国际规则难以为国家共同治理行为

提供有效参考。不过,从“安全镶嵌”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国际安全制度的滞后甚至相对缺失,中国

也因此在与周边国家构建以非传统安全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安全信任方面获得了较大的制度空间。
第一,在大国关系方面,加强与俄、印等区域大国间在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的双边与多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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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以增进大国间的安全互信,避免传统安全领域捕风捉影式的过度敏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恶性竞

争。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来自周边区域大国的“竞合式”信任挑战很大程度上源于大国在

传统安全方面的战略猜疑与相互竞争。这些挑战的形成有其现实国际政治的合理性,是国际政治

舞台上多股重要力量相互角力的必然产物,也是国际社会向前发展的一大动力。尽管如此,对个体

国家而言,这种信任挑战的加剧在传统安全领域也往往预示了由竞争向对抗的转变,而在非传统安

全领域则意味着安全共治的难以维系。因此,有必要将大国间的“竞合式”信任挑战控制在一个彼

此容易接受的较小范围。相比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内容的敏感度较低,更易于大国间实现制度镶

嵌,并以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制度镶嵌为契机来推动传统安全领域的制度嵌入性关系。如中印在

2003年以海上搜救为内容开启了两国军队历史上的首次联合演习,并在此后形成了中印联合反恐

演习和反恐联合训练的制度传统,虽然中间几经波澜,但也确实促进了两国之间制度型关系的生

成,同时也改善了传统安全领域的彼此信任。不过必须承认的是,目前中、俄、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合作的制度化仍是非常不充分的,包括反恐在内的安全合作都处在一种低水平投入阶段,没能在区

域安全治理中形成合力。从现阶段来看,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安全治理的实质

意义。为此,要发挥现有安全合作机制的结构作用以解构传统安全“划区而治”的行为模式,比如在

接纳印度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基础上,深化和规范该制度框架内的跨区域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以
国家间存在“安全利益共鸣”的跨区域议题为突破口来明确各方的分工与协作、优势互补,淡化区域

内治理模式的单一大国主导色彩,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制度保障为前提的中、俄、印安全三角常态化

互动来增进彼此间的相互信任。
第二,在小国关系方面,加强与周边小国在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的多边安全制度镶嵌,以最大

限度地释放安全合作上的善意与诚意,在不过分执着于谋求主导权的同时,通过主动承担制度框架

内的安全责任来体现大国担当,以此减少周边小国对中国的疑虑,增进信任。多边制度设计的一项

重要功能就是制约大国权力,不同于双边博弈,多边制度安排中的大国必须通过接受集体约束的方

式来赢得同一制度内其他国家的信任。因此,多边合作已经成为小国在强国林立的亚太地区赖以

与大国之间展开平等对话,维护自身权益的主要途径。对中国而言,首先可以有选择地加入到一些

由小国主导的多边制度中,借此表明中国在周边安全合作中扮演的游戏参与者,而非规则破坏者角

色;另一方面,加入由小国主导的多边制度也能表现出中国对周边国家希望在安全治理中发挥主动

作用的认同与尊重,推动大国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社会关系进程。比如在加入东盟地区论坛和亚

信会议问题上,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和支持,还通过前者这一平台提出了“新安全观”以及成为后者

2014—2016年度的轮值主席国,而这两个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信心建设优先领域的机制也正在

增进地区安全架构中大国与大国、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合作信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51]96100。其次,中国要适当地向周边国家提供一些制度性公共产品,特别是通过一些小多边安全

机制的构建来确保中国与周边小国之间确立一种制度“场有”和“常有”关系。从镶嵌的视角来看,
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嵌入型的地区公共产品,类似查尔斯·泰勒

(CharlesTaylor)所说的“嵌入式公共领域(nestedpublicsphere)”。他认为在全球性国际公共产

品供应无法满足不同区域的个性化需求时,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将会驱使区域及区域间的国家或

和国家集团联合起来,共同设计出一套安排、机制或制度,并为之分摊成本,即将较小的公共区域嵌

入较大的公共区域里,以提高公共产品的使用效率①。在全球治理失灵和小国往往无法提供实质

性制度公共产品的情况下,作为地区主要力量之一的中国有义务和责任在这一方面发挥作用。然

而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制度建设,尤其是安全制度建设方面仍然非常欠缺[52]43。而一些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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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却正在加强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制度嵌入,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美湄合作”、“日湄合作”会议机

制。其中,美国甚至多次寻求与缅、老、泰、柬等国建立“湄公河安全组织”[53]32。因此,中国有必要

更加重视周边制度性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

(三)基于文化镶嵌的信任构建

祖金和迪马吉奥提出的文化嵌入性旨在强调共享的集体理解(collectiveunderstanding)对经济

行为的影响[54]1520。同样,在国家安全关系网络中,国家谋求自身安全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集

体理解或共有知识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带有约束功能,又具有生产效用。在这一视角下,国家间安

全信任的形成可以被看成国家间关系嵌入安全文化的结果,而本文的安全文化镶嵌则主要是指一

种基于认同的安全共享、共治文化情境所形成的关系及其对信任构建产生的影响。当代非传统安

全问题普遍化、复合化、常态化、跨区域化的发展趋势意味着国际社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治理需

求,而且国际社会包括“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在内的安全理念都在“不同层次、不同

范围与不同程度上寻求与践行着安全的某种‘共建’与‘共享’”[55]33,这些理念客观上为安全共享、
共治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从国际安全现实来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安全文化嵌入方面仍面

临着集体认同相对缺失的挑战。
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理论尤其强调文化与规范、认同之间的关系。任何文化

毫无疑问都具有规范作用,作为一种约定存在的规范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受到社会文化的直接影

响,而由此形成的规则、习俗、惯例等又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内容。可以说,文化规范代表了一种

社会互动中对于个体行为的集体预期,这种预期为不同国家提供了一套可遵循的行为模式,并在改

变彼此认同的基础上形塑着国家间关系。温特认为认同是自我—他者界线逐渐模糊的认知过程,
它“总是涉及扩展自我的边界使其包含他者”,从而最终形成超越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的集体身

份[56]287。据此,我们可以将文化镶嵌产生的国家间信任理解为一种认同式信任或情感式信任。情

感式信任“更多的是强调信任的普遍和道德特性…通过关系基础改善和交往,达到增强‘我们的’认
同感”[40]2627。不过,正是由于情感式信任所具有的高度道德特性,国家间的安全文化镶嵌将不可

避免地面临理想主义色彩过重和“过度社会化”的质疑。不可否认,通过安全文化镶嵌来构建信任

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在应对“对抗式”信任危机和“竞合式”信任挑战方面需要付出更加艰

辛的努力,但这并不代表文化镶嵌的路径是行不通的。相反,在解决“疑虑式”信任难题方面和对于

特定社会化情境中国家间信任水平的改善来说,强调信任形成的文化嵌入性不但是可行的更是易

于突破的。
从认同式信任构建的角度来看,安全文化镶嵌对中国而言首先意味着“除了自身的努力,还需

要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前提便是使国际体系在接纳中国这个新兴大国时确保有‘安全感’”[57]5。因

此,外交战略上的自我约束是中国需要注意的问题。“自我约束”是温特提出的构建集体认同的四

大主变量之一,他认为“自我约束是集体身份和友好关系的最根本基础,集体身份从根本上说不是

根植于合作行为,而是根植于对他人与自己差异表现出来的尊重”[56]448。当前周边国家对中国表

现出来的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不信任,特别是对近代之前长期存在的“华夷秩序”文化

的不信任。在中国综合实力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周边国家发现中国似乎正在离邓小平“韬光养晦”
战略渐行渐远,开始不避讳甚至非常愿意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向外界展现“肌肉”。

对它们而言,自二战后亚洲地区掀起独立运动浪潮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地区性力量

出现在自己身边,难免会产生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身份幻象———那个“傲慢的中央帝国”又回来了。
同时,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展现出来的“受害者”形象以及美国以“现有秩序维护者”姿态的高调介

入似乎更加坐实了中国的这一历史性身份。而如果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持续笼罩在“华夷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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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阴影下,集体认同基础上的信任将是难以形成的。对此,中国必须在坚持以对话协商方式解决

外交争端的基础上,避免将政治问题与其他问题随意挂钩,坚决摈弃“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战略思

维,尤其注意不能通过经济惩罚等非传统途径来达到“教训”他国的目的,这些非常规途径不但无法

赢得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尊重,还会增加他国对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力量增长的不信任。同时,
中国还应当进一步开阔外交视野、提升外交格局与外交成熟度,不因周边国家某一届政府外交政策的

改变而改变与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本关系,尽量淡化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民族主义色彩。
不过,“自我约束”并不代表逆来顺受,而是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是在涉及领土、主权完

整等重大核心利益上必须坚持原则、不失底线才能获得其他国家的基本尊重。因此,对中国而言,
基于文化镶嵌的信任构建还包括“自我约束”基础上的有所作为。虽然当前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

给中国周边信任的构建制造了一定的麻烦,但从国际安全文化格局的形成来看,美国在这个时候的

“重返”却有可能成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和自找没趣的行为,并给中国带来重塑亚太“新安全文化格

局”的历史机遇。不难看出,“重返亚太”具有浓厚的“冷战”色彩与战略压制意图,但美国在实施这

一战略的过程中却是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并不是说美国已不具备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而是

说美国将战略重心重新移回亚太的历史背景与“冷战”时期的对抗环境已大不相同,其所面对的中

国也不是苏联。中国在包括减少贫困、增加就业、扼制跨国犯罪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上都与周边

国家存在共同利益并起着关键作用,美国如果试图通过压制中国来实现其“重返”目标,那么对上述

这些问题的解决来说恐怕是弊大于利的。这也是美国的高调“重返”与“南海表态”并没有获得一些

东盟国家以及印度等主要国家积极响应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

则带有明显的“和合主义”色彩与互利共赢愿景。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规划的逐渐

清晰,战略沿线广阔的安全合作空间也日益显现,通过经济合作来带动安全合作的文化正在形成,
比如在“一带一路”基础上以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为目的的“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就

受到了中亚国家以及蒙古的普遍欢迎。所以,中国应该以“一带一路”的铺开为契机,与周边国家建

立并深化以平等、尊重为价值核心,以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为内容的“伙伴关系”文化,从而区别于

以传统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冷战”式安全文化。在非原则性问题上,不以政治考量为前提,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甚至甘愿吃亏都将有助于改善中国周边集体认同现状,如中国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

危机时的自我约束和积极作为在增强区域内共有规范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东亚地区的集体认同

感[58]80。这将是周边国家,特别是小国在未来愿意与中国保持、加深双边信任的文化基石。
获得信任是一个国家立足国际社会、参与国际行动、拓展国际关系的前提保证。对中国而言,

改革开放向世界各国传递出来的合作意愿为中国在获取国际信任上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并使

中国逐渐与世界融为一体。然而随着各国力量的消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已经成为世

界重要一极的中国在新时期又面临着由“对抗式”信任危机、“竞合式”信任挑战、“疑虑式”信任难题

构成的周边信任困境。作为一个拥有众多重要邻邦的世界大国,中国的外交根基在周边。稳固而

良好的周边信任关系是中国立稳亚洲、面向世界的底气所在,也是中国能够在世界舞台上进退裕

如、有所作为的强有力保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远亲不如近邻”的文化传统一直是中国周边

外交的核心思想之一,但在延续这一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应该客观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安全因素给中

国周边信任带来的挑战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为中国周边信任创造的机遇。为此,在深刻认识国际社

会网络关系特质的基础上,以安全结构镶嵌为谋求信任之“术”、安全制度镶嵌为稳固信任之“本”、
安全文化镶嵌为内化信任之“魂”来解构“低度社会化”的周边信任困境,将帮助中国巩固现有的外

交成就,深化“走出去”战略和推进“一带一路”方略,进而在不远的将来为全球安全治理做出新的引

领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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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国家治理”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

2016年12月14日,浙江大学中国地方创新研究中心召开“大数据与国家治理”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社会学系

李连江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张小劲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诗宗教授、胡税根教授以及吴金群副教授等参加了

研讨会。会议由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权教授主持。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课题组首席专家张小劲教授做

了题为“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创新”的学术报告,系统报告了我国大数据发展与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上的应用的前沿研究。
他认为,大数据开放的最大理念是协同共享,在共享理念支撑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已经经历了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到政府提供的供给式服务,再到“企业搭台,政府唱戏”的嵌入式服务,并最终向政府随时做出反应的参与式服务发展。大

数据在政府管理领域的研究充满希望,基于此,张小劲教授提出了智能社会/社区治理系统以及民情地图与政策回应技术

方案的理论框架,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应包含智慧政府、回应政府、濡化政府和开放政府四种角色。
与会师生就大数据分析软件的学习、杭州大数据应用案例等展开热烈讨论,最后陈国权教授进行了总结。陈国权教授

指出,大数据带来了政府治理方式、政企关系以及公共服务的切实改变,大数据应用的网络社会法治体系构建和基于大数

据的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将是未来大数据与政府治理研究的两大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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